
1. 引言 

一段时间内边疆经略的研究，似应包含边疆事务的若干
层面，侧重点在于处理政权间的关系以及疆域边界（边缘）
等角度。不同地域社会势力之间的碰撞是复杂而激烈的，这
一时期相互冲击的潮流尤以“南北”（“契汉”）民族碰撞为
最。这种碰撞所蕴含的必然性，是否能够转化为推动政治发
展的强大动能？当动能被有效激发时，是否可以促使社会朝

着稳定的方向发展？由于辽兴宗朝史料奇缺，似应深掘辽朝
边疆经略发展至兴宗朝所呈现出特定状态的深层次原因，重
视辨析和运用相关史料，从不同主体、不同角度入手，进行
综合分析，以准确把握该时期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历史脉
络。本文即是对辽兴宗朝的边疆经略相关问题的若干成果进
行梳理和学术史回顾，今不揣谫陋，略做探讨，不妥之处请
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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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ign of Liao Emperor Xingzong (1031–1055) marked the dynasty's 
transition from prosperity to decline, with frontier governance reflecting dis-
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ra. Though border policies prioritized conflict 
avoidance, impulsive military campaigns destabilized frontier regions and 
drained state resources. As a key focus in Chinese political history, existing 
scholarship on Liao frontier governance falls into three categories: interstate 
political relations, analysis of historical events and policy shifts, and studies 
of frontier administrative systems. While no comprehensive monographs 
exist, numerous academic papers have explored this topic. This paper sys-
tematically reviews research on Xingzong’s frontier governance to clarify 
academic frameworks and facilitate further progress in Liao frontier studies.  

摘 要  
辽兴宗耶律宗真（1031－1055年在位）统治时期，向来被视作辽王朝由盛转衰的开
端，这一时期的边疆经略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在其统治下，边疆事务上秉持轻开
边衅的思路，贸然发动战争或挑起争端，致使边境地区陷入动荡不安，消耗了大量的
人力、物力和财力。边疆经略问题是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的重要论题之一，目前学界
研究成果虽多但较为分散，主要围绕政权间的关系、某一事件、某一政策变化以及边
疆管理机构和制度而展开，虽然迄今较少有专门性研究著作问世，但已产生数量可观
的论文。对辽兴宗朝边疆经略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分类梳理，以期未来更好有助于辽
代边疆经略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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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针对兴宗朝边疆问题主要围绕漠北、女真、辽宋、
辽丽、辽夏关系开展，针对“重熙增币”、设立西京、经略高
丽、开拓草原丝绸之路等问题展开，兴宗借辽、宋、夏三个
政权间地缘发展变化，斡旋宋夏，同时改变辽经略中原和西
南的策略，有学者评价“总的看失大于得”[[1]]。姚从吾对辽兴
宗时代的宋辽增币交涉与辽夏战争有专题讲论。[[2]]有学者指
出，辽在辽宋夏三国关系中起主导作用，辽对夏宋关系的插
手和干预，使得其自主权受到辽的制约，为辽所操纵。[[3]]林
荣贵认为辽朝统治集团坚持与汉族同祖同根的内向观念，使
北疆各族对于中原的内向力呈现新的发展趋势。[[4]] 

2. 兴宗朝边疆经略的主线 

兴宗朝的正统问题、地缘政治与封贡体系[[5]]十分复杂，
这些变量是影响辽兴宗边疆经略决策的关键线索。辽朝建立
起的复合型世界秩序，体现了多元文明的相互交融，是中华
民族文明的融合和重塑，打破了所谓“文明的断层线”，对费
正清的“华夷秩序”和“朝贡体系”观点进行修正和挑战。[[6]]万
晓认为由于宋的存在，以辽为中心的朝贡不能完全等同于中
华式朝贡，形成两极平等、双元朝贡的东亚体系，似应考虑
“名”与“实”问题，在各方面厘清朝贡关系的物质与观念特
征。[[7]]郭康松认为契丹人接受中原的夷夏观念是一个逐步发
展的过程，至兴宗时，以辽为正统的思想拥有一定的市场，
至“重熙增币”时，已不满足于与宋平起平坐，而想做“宗
主”。[[8]]辽自认为是正统，重熙七年兴宗就以《有传国宝者
为正统赋》试策进士。刘浦江认为辽人中国意识的觉醒是兴
宗以后的事情，重熙年间起开始以北朝自称。[[9]]赵永春从石
刻和传世文献推断辽在政权建立之初就以“中国”自诩，附会
为“炎黄子孙”，并非是到兴宗以后才出现“中国意识的觉
醒”，兴宗道宗统治时期辽人的思想倾向是辽宋同为中国，
辽自称“中国”，也承认宋是“中国”。[[10]]认为辽在兴宗朝以后
利用和发挥历史上较宽泛的“中国”概念，公开宣称辽是“中
国”，堂而皇之地自称“中国正统”。[[11]]新近苗润博有总结“辽
朝中期利用华夏政治文化对建国前史进行全面重塑”，辽之
正统化潮流，“至重熙中期达到高峰”，并考既往研究对兴宗
中段正统问题，认为尚嫌不足，并指出兴宗朝的正统性诉
求，对外表现为辽宋对峙北重于南，与宋争锋，对内表现为
作礼、改制、译书、修史诸方面迅速华夏化。[[12]] 
针对辽朝边疆经略的研究，应突破传统正统定义束缚，

所谓“契丹、汉人久为一家”[[13]]，辽金的统治者虽然出自契
丹、女真，但并不认同宋朝的“正统”地位，相反却在许多方
面将宋视为“藩臣”，发展至南宋甚至“愿去尊称，比于藩
臣”，主动接受金为“天下共主”。[[14]]历来考量边疆问题无过
“华夷”，逮至明代，士人普遍否认辽金正统，清代随着王朝
立场从北方民族王朝到中国大一统王朝，最终亦否定辽金正
统[[15]]，但意识上的隔阂在政治实践中难以贯彻。对于多民
族政权的现实，在边疆经略的具体决策中贯彻一体化治边思
路，体现“华夷一家”的应对思想是可以想见的。其手段无非
于德化怀柔或是征讨压制，历代治边均是依靠强大国力（后
勤保障）为依托，在尽量不影响内地和平稳定和既定发展目
标的前提下，对边疆威胁国家安全的区域进行征讨与压制，

在维持安稳后进行“王化”之行，以保证边疆的长治久安。辽
之国际关系，《辽史》有载“良由石晋献土，中国失五关之
固然也。高丽小邦，屡丧辽兵，非以险阻足恃故欤。西夏弹
丸之地，南败宋，东抗辽。虽西北士马雄劲，元昊、谅祚智
勇过人，能使项、阻卜掣肘大国，盖亦襟山带河，有以助其
势耳。”[[16]]拉铁摩尔在辨析“边疆”与“边界”问题，认为边疆
是一个区域，即“政治上所认定的明确的边界，却被历史的
起伏推广成一个广阔的边缘地带。”并将此区域划分为“内边
疆”与“外边疆”，内边疆作为亚洲内陆部族南下的“贮存地”，
是连接草原与中国的联结带（过渡地带），辽亦是发源于
此。[[17]]实际上，辽朝本身对于边疆的定义与传统中原王朝
有所不同，“因俗而治”的政策内核不仅体现在内政处理，边
疆事务亦然。边疆民族地区建置是融入契丹族“行国”统治特
色的同时，又在唐朝羁縻府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辽朝保持
各民族原有的社会组织、经济形态和文化风俗不变的情况
下，采取不同民族彼此牵制，契丹尚武习气，形成以武力征
讨为主，德化安抚为辅的高压边疆政策。辽几次大规模人口
迁移，改变了人口民族构成与空间分布，形成了“汉夷杂居”
的局面，由多元逐渐走向一体。[[18]] 

3.  兴宗朝的对宋关系 

兴宗朝的辽宋关系研究，多从“重熙增币”事件展开。李
锡厚有专论“重熙增币”的章节[[19]]；舒焚认为，“辽朝朝廷是
一个新兴的契丹族封建主政权，宋朝朝廷是一个失去锐气的
汉族封建主政权。”[[20]]亦有学者指出，重熙增币这一行为本
身就是辽兴宗借机转移内部矛盾所为。[[21]]陈述对此次增币
行为的结果有考论，应重视汉人集团的作用，“契丹这次赢
得的成功，说明了汉人在辽廷的地位可以左右大政。”[[22]]陶
晋生认为兴宗是乘宋之危，索地不行，以求和亲，但宋人主
动提出增币，实是宋人对和亲的认知，认为其耻辱程度远高
于增币。[[23]]王明荪将彼时官员按战和观点逐派分析，指出
契丹朝野“持温和态度来对待中原朝廷”，“不欲南侵是多数人
的想法”。[[24]]林鹄亦有“惊悸：庆历增币与宋夏和议”专章，
指出庆历增币不仅让契丹每年多得金帛且宋卑辞称“纳”，还
意味着澶渊平等体制已被撬动，联夏制宋无疑是辽全面突破
澶渊体制，彻底凌驾于宋之上的最佳途径。[[25]] 
宋朝封建主阶级统治集团发展至彼时，已呈现出锐气尽

失的衰败之态，长期沉浸于安逸，内部政治腐败滋生，社会
矛盾不断累积却未能得到有效解决。与之相对的是新兴的辽
朝封建主阶级统治集团，积极革新，完善权力架构与统治制
度，探索适宜的经济模式，积极扩充实力。故而，宋在与辽
的交锋或竞争中，只能处于被动应对甚至节节败退的尴尬境
地。刘春玲论述辽境内的汉族士大夫入仕后在多领域活动的
重要作用，认为“重熙增币之议”的成功也主要取决于刘六符
等汉人官僚的计谋擘画，并于重熙十一年建议减轻燕、云等
四州的租税以缓和与当地汉族人民之间的矛盾。[[26]]郑伟佳
认为辽在获经济利益的同时答应宋向西夏施压，压制西夏势
力的扩张，维持三方均势的对峙格局，增币事件为辽宋夏内
部稳定发展提供外部环境，既有一定积极意义，也暴露出各
方问题。[[27]]马晓伟考“重熙增币”（文中以宋视角谓“庆历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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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的影响，从财政数据看，庆历年间财政收入骤降，原
因之一是大钱广泛铸行，如庆历初年铸重宝，从折十钱后因
流通困难降为折三等，影响了北宋财政收入，导致其对财政
掌控能力降低，引发经济、政治危机，从而直接促成新政。
[[28]] 
与“重熙增币”息息相关的便是“关南地之争”与对宋的战略

调整。李桂芝认为辽宋和战是辽“屡以政治手段向宋方施
压，同时以武力解决虚声恫吓，冀以在不破坏盟约的前提
下，得到更多的实惠”[[29]]，辽宋“关南十县的交涉”亦然。朱
小琴详细分析了宋辽“关南地之争”的相关内容，北宋的“水长
城”设置在关南地区，若辽占有，宋则失去屏障。[[30]]宋仁宗
懦弱无能，苟安现状，无恢复汉唐旧疆、统一中国之心。辽
兴宗能诗善画，企图扩大疆域，但辽已走向衰落，虽宋忍
让，但也无力吞食宋。“重熙增币”是两朝皇帝顺应历史潮
流，双方现状决定结局。兴宗朝似从扩张走向收缩，在均势
中谋取主动，对漠北、燕云、高丽、西夏等问题进行分析，
“重熙增币”使辽在战略相持中获主动权，仍需重视燕云布
防。 

4. 兴宗朝的对夏关系 

辽夏关系问题是兴宗朝边疆经略的重点，学者指出，兴
宗朝对外关系重点已转移至西南部[[31]]，学界研究主要围绕
与夏战盟、地缘政治和设立西京展开。李锡厚分析辽夏和战
问题，指出辽在对夏战争中失败后开始重视加强西南防务，
并发现“西夏在很大程度上握有主动权”[[32]]。张正明在论述辽
与邻国邻部问题时，对辽夏关系主要涉及重熙年间战和问
题。[[33]]李桂芝亦指出，辽无力征服西夏，又重视与宋的关
系，两次对夏战争的失利，利用矛盾从中渔利成为三方得利
最多者。[[34]]杜建录认为，辽夏之间虽有战争，但和平友好
和互相援助是主流。[[35]]李华瑞在论述辽宋关系时认为，辽
充当夏、宋之间矛盾“仲裁人”的角色，其宗旨是维持已有“国
际”秩序的现状。在宋夏对抗中，“西夏渐弱，故辽在斡旋中
多偏西夏，或为西夏声援，具有扶弱抑强的特点。”[[36]]另
外，杨浣的《辽夏关系史》[[37]]亦有大量论述。彭向前认为
辽为与宋的竞争构建国际秩序及获取经济利益，在西夏势力
增强欲摆脱控制时于多方面采取遏制措施，辽兴宗时期的辽
夏关系经历了从结盟到交恶的重大转变，包括贸易限制、伐
夏战争、请婚问题以及与西蕃（河湟吐蕃）的关系问题。
[[38]]陈德洋认为三次辽夏战争的根本原因是辽朝正统意识增
强与西夏建国后态度转变，而战争最终造成双方国力损耗、
关系破裂，最终形成宋辽西夏三足鼎立格局，期间双方经历
复杂的战争过程与艰难议和过程。 [[39]]同时，亦有学者指
出，辽兴宗的崇儒思想推动辽朝处理民族关系转变，摒弃传
统的“华夷之辨”且试图树立辽朝正统地位，但仍有民族歧视
观念。[[40]]兴宗执政时采取多种措施促进汉契文化交融，辽
朝实现与宋平等政治地位，契丹以华夏正统自居观念强化的
过程，反映了契丹辽正统观念的加强和中华一体认同的发
展。[[41]]王万志详细论证兴宗朝应对西夏事势变化所采取的
阶段性举措，分析其曲折发展历程，指出辽夏封贡关系围绕

政治利益展开，在辽朝的封贡体系中，西夏与辽朝属国属部
统辖下的边疆部族地位明显不同。[42] 

辽之五京问题一直是学界热点，其中，西京的设置是兴
宗朝政区变置的重要举措之一。陈述指出，因西京之重要地
位而升为大同军，是帮助辽以扼西南边防，其与南京（面燕
蓟）、东京（镇东丹）共同形成了“三京拱卫内地（草原）”
的国家陪都体系。[[43]]杨若薇认为，兴宗“将西南重镇大同升
为西京，与西夏政权有很大关系”[[44]]。大同军地处“魏都旧
地，朔野奥区，一隅正控于河西，两地本邻于代北”[[45]]，具
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石刻资料中，对于契丹对核心圈域之侧
重点认知亦有变化，如太平三年（1023年）《耶律道清墓
志》“先皇帝欲肃浩穰之地，全资英杰之材，擢向龙庭，俾
临鹤野。令出而下民神伏，政行而千里风清。西望闾山，共
显擎天之势；东闻辽水，同轮朝海之程。”可见契丹人对临
潢之地的重视高于其他。至重熙二十年（1051年）《平原公
主墓志》“我朝太祖，国姓耶律。吞二辽以建极，降三晋以
来庭。圣宗大孝宣皇帝缵五圣以承祧，统八纮而阐化，云屯
臣妾，辐辏车书。”此便涉及更宏大的“八纮”天下观。康鹏
对重熙十三年西京设立亦有专论，他分析指出，山西地区在
辽前中期已在各方面表现出独立区域的趋势，辽之西京都部
署司是针对北宋的，而真正用于防御西夏的机构是西南面招
讨司。[[46]]余蔚认为，《武经总要·北蕃地理》[[47]]的记载比
《辽史·地理志》更详细，因其成书时间与重熙年间相对接
近，故可弥补重熙年间政区沿革断面的缺陷。 [[48]]杨蕤认
为，在河套地区设置的清河军和金肃军是为了对西夏进行军
事威慑和控制丝路贸易的意图。[[49]]陈俊达在论及“隶／属”相
应军事机构时，亦论及清河军和金肃军，他认为二者应属辽
边界边防城，是出于军事需要和征伐西夏而置。[[50]]有学者
认为，通过“异常”的政区设置，体现王朝如何灵活运用不同
类型的政区来管辖不同的区域，利用巧妙的治理形式在一定
程度上的“一统体制”上进行灵活调整来达到“有效治理”。[[51]]

这似应对辽之建置分析提供新思路。 

5. 兴宗朝对东疆、北疆的经略以及巩固草原丝路诸问
题 

辽兴宗对东疆[[52]]、北疆以及巩固草原丝路同样重视，笔
者认为，这缘于契丹统治集团自身实力增强、外交意识转变
以及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姚从吾认为，澶渊之盟的签订
后，被视为“夷狄”的辽朝取得了与以华夏正统自居的宋朝“对
等的互相尊重的外交关系”。[[53]]魏志江认为宋辽金元时代，
被视为“夷狄”的北族王朝取得与宋对等的国际地位，先后崛
起成为东亚国际秩序的战略中心，并与周边国家建立宗藩体
制，其结构呈现出“华夷变态”的格局。[[54]]兴宗即位之初，高
丽意图削弱辽东疆防备，辽丽转而交恶。后来，辽丽关系逐
渐恢复，高丽对辽的朝贡活动日趋频繁，辽将高丽严格限制
在宗藩秩序中。[[55]]陈俊达认为，辽丽关系经过一系列的战
和态势后，交聘活动逐渐制度化，自重熙七年后，高丽行辽
年号，直至天庆六年金克东京，辽对东疆的丧失主导权停奉
辽正朔。[[56]]美国学者发现，辽兴宗去世时将自己的一些财
产遗赠给了当时在辽都的高丽使节，这一事件反映了辽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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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之间在特殊时期的外交互动和礼物交换传统，可以显示
出，在重大事件中，基于双方长期以来在外交礼仪方面有一
定的互动惯例。[[57]]关于女真问题，郑毅指出，大延琳起义
使得女真各部普遍对辽有了轻视之心，而辽朝贵族认为女真
各部实力有所增长，已经可以隐约抗衡辽，虽兴宗朝东征再
度控制了女真各部，但经略多流于羁縻，生女真割据势力的
实力仍然在增强。[[58]]程妮娜认为圣宗以来逐步将州县地区
内的女真属国、属部纳入地方统辖体系，州县之外地区的生
女真部和州县边缘地区的铁骊女真部一直诣捺钵朝贡。兴宗
朝后期铁骊女真到辽内地朝贡次数锐减，并不是辽对铁骊统
辖减弱，而是辽将铁骊纳入地方统治体系的结果。[[59]]孙昊
认为在兴宗时代，圣宗对鸭绿江女真进行分割，未归附和逃
离的女真人并没有完全臣服于辽，仍然与其对抗，直到耶律
仁先等对该地区进行经略之后，才使该地区得以稳定。[[60]] 

对于北疆及经略丝路问题，林荣贵认为，辽致力于北疆
东北、北部和西北广大民族地区的经略，加大管辖力度，发
展经济，比唐之羁糜式管理更进一步，密切了北疆境内各地
区、各族之间的联系。[[61]]魏志江认为，兴宗鉴于圣宗朝对
属部的压制以致阻卜诸部叛乱的教训，多加抚赐以笼络，进
行朝贡贸易，漠北复趋稳定，以维持传统的草原丝绸之路的
畅通。[[62]]兴宗朝重视对草原丝绸之路的经营，早前辽对漠
北的经营和控制为经略西南提供了基础。随着阴山道的日益
重要，涉及辽保护好草原丝绸之路的南线，辽夏战争不可避
免。[[63]]西南路招讨司还负责辽与西突厥、吐谷浑的关系及
与西北路共控西北诸部族等职责，从而确保草原丝路安全。
[[64]]程嘉静认为，辽和阿萨兰回鹘在兴宗朝曾有过联姻，通
过和亲以消除辽在丝路贸易上的障碍，并进一步加强同西域
的联系。[[65]]魏志江、杨立中对辽与波斯、大食和阿萨兰回
鹘等内陆亚洲国家和政权的交流有专题研究，同时对辽与内
陆亚洲国家和政权草原丝路交通进行了系统分析。[[66]] 

6.  结语 

纵观学术史，辽兴宗朝边疆经略问题研究的范式不断提
升、内容不断深入、主题不断细化，但以往研究多倾向于对
王朝的发展走势展开宏观性的评析，抑或是针对其中某一事
件、某一制度、某一现象所引发的治乱兴衰状况进行深入研
讨。这种长时段的宏观构型与短时段微观切入的研究视角，
对于研究北方民族建立的辽朝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辽朝一方
面承载着自身传统力量的深厚底蕴，那是其民族文化与习俗
交织而成的独特根基；另一方面，又与中原政治形态产生了
激烈的碰撞。对辽兴宗耶律宗真的边疆经略问题的研究，无
疑是对这一时期战略性与复杂性的深刻体现。辽兴宗统治时
期正值辽朝步入中后期，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更为复杂与动
荡，是否成功构建起行之有效的边疆秩序，成为一个极具深
度、值得深入挖掘与探讨的重要问题。 
近数十年来，中外学界围绕辽兴宗朝的边疆经略问题展

开探讨，虽已取得一定成果，但研究仍呈现碎片化态势。研
究困境主要源于研究视角的矛盾，史料的极度缺乏，以及多
方政权文献对同一事件的叙事差异，使得核心问题尚未形成
共识，对于模糊的概念仍缺乏进一步界定和讨论。目前，前

沿研究已展现出新的范式，主要围绕从契丹小字等新材料入
手，发挥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等理论优势，有效重构辽
朝边疆经略问题的实态。是故，除了深度挖掘边缘史料之
外，从更宏观视野和多学科理论角度入手，利用不同视阈考
察北方民族政权的边疆经略问题，应是未来的学界的发展趋
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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